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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发现中国的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同时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

的，它同时又被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所加剧。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泛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

同期农村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分别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

的直接原因。

作者 李树茁，1963年生，1991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获博士学位。西安

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朱楚珠，1933年生，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西安交通大学女性人口研究中

心主任，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一、背景 ，

中国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指导的计划生育和社会经

济的迅速发展，在较短时间内促使了生育率的转变，总和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但伴随着

生育水平的降低，人口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出生性别比异常和女

婴生存的相对恶化。

中国的高出生性别比(相对于男性)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引起了研究者、公众和中国政

府的关注。已有很多研究深入分析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的水平、趋势、区域差异

和原因，以及它与其它人口、社会经济变量的关系和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顾宝昌、许毅，

1994；Hull，1990；Johansson and Nygren，1991；Zeng et a1．，1993；Coale and Banister，

1994；Li and Feldman，1995)。本文在目前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研

究导致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根本原因，并深入探讨国家指导的计

划生育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文主要分析60年代后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的状况，所用人口数据主要来自1982

和1990年的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二、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的状况

1．出生性别比

本文讨论的是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它与实际的出生性别比有所不同。中国60年代以来的出

生性别比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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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和总和生育率1960--1992

贤料来源：婴儿死亡翠，1960一1974；阎瑞、陈胜利(1991)；1975—1987，China Population Newsletter(1989)；1981，田雪原

等(1990)；1989，蒋正华等(1994)。出生性别比，顾宝昌、许毅(1994)。总和生育率，姚新武、尹华(1994)。

注：1960一1974年问的出生性别比和总和生育率的5年组的值是其相应年份的算术平均值。

从表1中可看出，出生性别比在60一70年代在106—107之间波动。但从80年代以来呈上升

趋势，从1980年的107．7上升到1992年的113．0。根据国际人口统计的经验，正常的出生性别比

应在105—107这个范围之内(Johansson and Nygren，1991)。按照此标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

自80年代起呈偏高的趋势，中国存在“失踪女婴”的现象。同时，大多数省区和一些大的少数民

族在80年代都存在偏高的出生性别比(顾宝昌、许毅，1994)。

表2提供了中国1981--1989年间分胎次的出生性别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孩次之间的分

布是不均匀的，它有以下两个特点：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而二胎以上则偏高，特别是胎次

越高，出生性别比也越高，增高幅度也越大。

表2 中国分孩次出生性别比1981—1989

年份 总计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五孩+

1981 t"07．1 105．1 106．7 111．3 106．5 114．1

1982 107．2 106．6 105．2 109．4 112．9 109．9

1983 107．9 107．8 107．2 109．5 104．7 112．1

1984 108．5 102．5 113．3 113．0 115．3 127．3

l 985 111．4 106．6 115．9
’

114．1 126．9 117．3

1986 112．3 105．4 116．9 123．1 125．3 123．5

1987 111．0 t06．8 112．2 118．9 118．6 124．6

1988 108．1 101．5 114．5 117．1 123．1 108．7

1989 1】3．9 105．2 121．0 124．3 131．7 129．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
资料来源：顾宝昌、许毅(1994)。

2．女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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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使用男性对女性婴儿死亡率的比值，来衡量婴儿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也即相对偏

高的女婴死亡水平。

表1提供了中国1960--1989年间的婴儿死亡率及其比值。由表1可见，婴儿死亡率从60年代

的大约80‰快速下降至70年代末期的40‰的水平，随后在80年代波动在该水平附近。当判L死
亡率在60一70年代间下降时，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稳定在1．1珀g水平左右；但当婴儿死亡率在80

年代停滞时；婴儿死亡率性别比下降很快‘并在1989年达到o．87这个最低点。相对偏高的女婴

死亡率在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与出现高出生性别比的时间相同。

实际上，儿童死亡率的变化轨迹与婴儿死亡率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相对偏高的女童死亡

率在60年代就已出觋，比婴儿死亡率早了20多年。同时，大多数省区和一些民族在80年代都存

在相对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率(Li and Feldman，1995)。

在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具有正常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生物因素的作

用，男性婴儿死亡率要高于女性。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80年代后期的婴儿死亡率性别比是不

正常的，它表明女性婴儿的存活机会呈现出恶化现象。 ．

总之，中国存在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二者均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三、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原因

1．出生性别比

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受怀孕性别比、胎儿死亡性别比、死产性别比、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和

出生漏报等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选择性流、引产；出生统计漏报；婴儿死亡。

(1)B超和选择性流、引产 ·

绝大多数研究表明，性别鉴定所导致的选择性流、引产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重要原因

(Zeng et a1．，1993)。以下两个事实是对此结论的有力支持：无姐姐家庭的出生性别比非常低

(李涌平，1993)；80年代医院出生孩子的性别比一直偏高，且呈上升趋势(李伯华，1994)。

性别鉴定在中国主要是通过B超来实现的。国外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B超在农村地区还

不普及，不具有大规模进行产前性别鉴定的条件(Hull，1990)。实际上，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

农村B超已开始普及，产前性别鉴定在绝大部分农村没有困难(顾宝昌、许毅，1994；Zeng et

a1．，一1993)。更重要的是，出生性别比升高与B超在中国普及的年份是一致的。国外近期的研

究已承认，B超设备的普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有很大的影响(Coale and Banister，1994)。

(2)出生统计漏报

很多研究发现中国四普男、女婴出生登记的漏报率存在很大差别，女婴的漏报率要高于男

婴一倍左右。因此，出生统计漏报是报告的出生性别比异常的重要原因(高凌，1993，涂平，

1993)，它占报告出生性别比异常的50一75％之间(Zeng et a1．，1993)。

(3)婴儿死亡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婴儿特别是女婴存在既不报生、也不报死的情况，因而婴儿死亡对报

告的出生性别比会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中国的死亡性别比偏低，因此一些研究猜测或假设中国存在溺女婴问题，它对高出生

性别比有～定影响(Hull，1990；Banister，1992)。然而另一些研究发现，婴儿死亡性别比偏低

仅占报告出生性别比异常的5％左右；尽管中国仍存在溺女婴的现象，但它不是出生性别比异

常的主要原因(李涌平，1993；Zeng et a1．，L993)。至于中国是否存在大规模溺女婴问题，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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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讨论。

总的来说，就实际的出生性别比而言(排除出生漏报)，性别鉴定所导致的选择性流、引产

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而B超是鉴定胎儿性别的技术途径。

2．女婴死亡率
。

通常生物医学、人口、社会经济、环境等四类因素共同决定婴幼儿死亡水平。而女婴死亡率

高于男性，主要是因为女婴的生存环境相对恶化。在中国可能表现为溺女婴和对女婴的歧视性

待遇造成女婴死亡两种情况。 4

(1)溺女婴 -
．

溺女婴广泛存在于50年代前的中国社会，即使在清代皇族人口中也同样存在(Lee et a1．，

1994)。然而，溺婴现象自50年代后已基本消失，尽管没有绝迹(Zeng et a1．，1993)。中国一些地

区的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率，可能暗示着当代中国存在溺女婴现象(Hull，

1990；Banister，1992)，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溺女婴往往与高出生性别比联系在一起，但以下两个现象说明溺女婴不可能流行：出生性

别比偏高存在于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口群体中；分胎次出生性别比与家庭内原有孩子

构成有关(李涌平，1993；Zeng et a1．，1993)。

因此，溺女婴既不可能广泛存在，也不可能是女婴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这也被其它一

些研究所证实(李涌平，1993 iArnold and tiu，1986；Zeng et al,，1993)。

。(2)对女婴的歧视性待遇

如果溺女婴不可能流行，中国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率，暗示着对女婴各种形式的歧视自60

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自80年代后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对女婴的歧视性待遇经

常表现在营养、食物以及医疗保健等方面。尽管一项研究发现在疾病治疗方面对女孩没有显著

的歧视(吴铁坚等，1991)，但更多的研究已经发现这种歧视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李涌平，

1993；郝虹生等，199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食物方面的歧视性待遇对女婴死亡的影响已不重要，而在疾病治

疗方面的歧视性待遇所造成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研究发现，中国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的变

化所导致的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或解体，是同期婴儿死亡率下降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

因(Banister，1992)。实际上，由于治疗费用、求医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

化或解体，也促使农村家庭形成对女婴在疾病治疗方面的歧视性。

因此，中国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率，主要是由对女婴的歧视性待遇造成的。而80年代中国

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与解体，提供了形成疾病治疗歧视性待遇的社会途径。

四、性别偏好与计划生育的作用

B超普及和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与解体，并不必然导致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

女婴死亡率，因为在具有先进的性别鉴定手段的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因此需讨论

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以及计划生育在其中的作用。

1．性别偏好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尽管儿女双全的观念同时也存在，但家庭中仅有女孩

总是难以接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些研究也已证实了中国存在强烈的男孩偏好(Xie，

1989)。

很多研究指出，男孩偏好是导致中国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穆光宗，1995；Ze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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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93)。这同时也被其他有关出生性别比与家庭孩子构成研究的发现所证实；二孩以上孩

次的出生性别比与原存活男孩数呈负相关．与原存活女孩数呈正相关(高凌，1993)。

男孩偏好同时可能导致对女孩各种形式的歧视，包括忽视、投资不足、过度惩罚、遗弃．以

及溺婴，正像在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所观察到的一样(Watdron，1987)。这种歧视将直接或间

接地导致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即使在中国同样存在(Li and Feldman，1995)。这同时也被有

关性别对婴儿死亡影响研究的发现所证实：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易发生女婴死亡；婴儿死亡水平

同时还依赖于家庭。内原有子女构成(李涌平，1993；郝虹生等，1994)。

实际上，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有内在的联系，它们都是男孩偏好在一

定条件下的后果。根据一项研究，女婴生存条件在80年代中期的恶化恰好与出生性别比在同期

的上升重合；具有较低婴儿死亡率性别比的省区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出生性别比，反之亦然

(Li and Feldman，1995)。这些现象说明，当对男孩强烈的偏好成为文化背景中的一部分时，就

有可能出现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女婴死亡率。因此，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

死亡率，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的。 “

．2．计划生育

男孩偏好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率，但男孩偏好广泛

存在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时期，为什么50年代却不存在高出生性别比和相对偏高的

女婴死亡率呢?这就意味着男孩偏好这个主观愿望震要在一定客观条件下，才会造成高出生性

别比和相对偏高的女婴死亡率。在中国，B超和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只是实现男孩

偏好这个主观愿望的途径，而这个客观条件就是低生育率。尽管生育率的变化同时受其它社会

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中国自70年代末开始执行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实现低生育率起到了

相当大的作用。因此讨论低生育率这个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讨论计划生育的作用。

满足强烈的男孩需求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多育，主要发生在没有主观生育数量限制的

传统社会；溺弃女婴或对女婴的歧视性待遇，主要发生在有主观生育数量限制的传统社会；性

别鉴定导致流、引产，主要发生在有主观生育数量限制的现代社会。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

社会转型之中，群众的生育意愿与政府的生育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当政府指导的计划生育政

策限制了群众的生育选择范围时，通过多育来满足强烈的男孩需求变得非常困难。这样，性别

鉴定导致流、引产和对女婴的歧视性待遇，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的溺弃女婴，就成为满足强烈的

男孩需求的途径。

低生育率对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的影响也可以在表1的数据中发现。在表1中，当生育

水平接近于更替水平时，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快速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快速上升。另外，具有较高

生育水平的民族和省区，更有可能具有正常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反之亦然。这

暗示着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婴儿死亡率性别比有负向的关系(Li and Feldman，1995)。而

1988年生育节育调查的数据说明，计划内出生孩子的性别比是基本正常的，计划外出生的孩子

的性别比恰好相反(Johansson Nigren，1991)。从此意义上说，低生育率会加剧出生性别比和

女婴生存的不正常。．

但应强调指出，低生育率只是一种客观条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强烈的男孩偏好，因为像

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区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虽然生育水平很低．但并不存在出生性别比和女

婴死亡率异常现象。更进一步说，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异常的影响也是有

限的。因为相对偏高的女童死亡率早在60年代就已出现，雨当时中国并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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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and Feldman，1995)；而且在生育率很低、但没有政府指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韩国，同样出

现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异常现象(Choe，1987；Zeng et at．，1993)。的确，即使中国放弃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异常现象也不会完全消失。只要存在强烈的男

孩偏好，同时人们自觉地减少期望家庭规模，总有可能发生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异常现

象。

总之，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异常被低生育率所加剧，但从根本上不是由计划生育政策

所引起的。

五、小结

本文前面的分析结果说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它们同时存在于大多数省区和一些民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

水平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的，它同时又被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所加剧。80年代中期

开始的广泛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同期农村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是导致高出生性

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直接原因。

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水平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严重的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

问题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并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由于重男轻女和性别不平等等社会文

化因素所导致的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率。然而我们应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非朝夕

之功，需要艰苦的努力，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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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大小(“三结合”的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计生委一家的部门行为)以及传统生育

文化的影响程度，是影响“三结合”实旌成效的条件变量。如前所述，“三结合”只是一种思路，具

体实施就要因地铸宣，走自己的路。考虑到“条件变量”，承认“三结合”实施成效的具体差别是

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概言之，剥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和运作一需要组织条件，二需要经济条件，

三需要文化条件。在经济文化贫困落后的地区，“三结合”的实施将是勉为其难的。光凭主观愿

望和主观努力不行。“发展程度”是利益导向(或者说补偿和分享)机制充分运作的根本条件。

在积极推广“三结合”的模式时，我们应当防止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做法。“三

结合”是一个好的思路，值得肯定；但具体到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如何相结合”是一个非常

具体、复杂的系统工程。“三结合”之路必然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受制于特定区情的经验不

应照抄照搬，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卓有成效的地区模式，如江苏盐城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安

徽金寨的露少生孩子多栽树”系统工程，浙江的“新家庭计划”，等等。“三结合”不能为结合而结

合，而是要顺乎客观规律。至少有一点可以强调：要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和衷心拥护的基础上，

要杜绁好心办塔事”的任何悲剧。“三结合”必将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真知源于新的实践、新
的探索和新的总结。所以对“三结合”的做法以倡导为宜。如果有些地方开拓出“四结合”、“五

结合”、甜立体结合”的新路，就不一定非要拘囿于“三结合”的架构。

在实践中，我想“三结合”肯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会有失败的教训——但这不是“三结合”

思路的错，而是具体探索过程中的挫折问题。换言之，既不要将“三结合”的思路和模式混为一

谈，也不要将具体探索中的挫折归咎手“三结合”的思路。“三结合”既是战略问题，也是战术问

题；既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而在目前，特别重要的是，在

“三结合”的实践中，我们不仅要及时在理论上总结成功的范例和经验，而且要善于发现问题，

吸取教训。总之，对“三结合’’的实践要持一种发展的辩证观，要坚持“两点论”．否则就可能导致

认识上的偏差和决策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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